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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神经技术实现道德增强已成为新兴增强技术的一个重要形式。神经科学领域对利他行为的神经机制

做了很好的阐述，指出利他行为的决策与颞顶交界处（ＴＰＪ）密切相关，可以通过调控影响ＴＰＪ区域，继而调控利他

行为，实现道德增强。因此有必要对基于神经技术的道德增强从多种角度展开反思。从本质上看，通过神经技术

增强道德的本质是自然主义的做法。从技术与道德增强的角度看，这种技术因为其非理性的缘故而影响了道德自

主性。但是这种角度还是停留在外部分析上；从利他行为构成来看，利他行为受制于特定的空间距离；利他行为的

根据除了共情之外，还有理性。他者的构成成为利他行为的内在根据。从这一角度看，通过刺激特定的神经元来

实现道德增强这样的自然主义做法的局限就会显现出来，即缺乏对利他行为的内在根据的阐述，忽略了对他者形

象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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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在自然界①还是人类社会，利他行为都

是常见现象，但同时也是一个未解之谜。“关于社会

演化的研究就面临这种风险，因为不断有研究人员

提出，利他主义（ａｌｔｒｕｉｓｍ）如何演化仍是未解之

谜。”［１］对于叔本华来说，揭示仁爱起源成为“道德哲

学的基石”［２］。尽管现代伦理学揭示了利他行为的

实在性、与道德义务的区别以及理论发展，然而对利

他行为受到空间距离影响的关注却并不多见。随着

疫情、战争、自然灾害等例外状态的相继出现，这个

伦理追问再次浮现出来：我们能否对远方他者产生

关心的利他行为。在常识道德上，这涉及关心、关爱

的独特结构，即我们对于远距离的人以及陌生人的

关爱程度会减弱。美国伦理学家斯洛特在美德伦理

学的阐释中指出这一点。“在这种意义上，常识道德

反映了一个成年人的关切的通常结构。相比于遥远

的他人，我们自然而然地更关心，也有更多理由去关

心我们的朋友和亲戚的福利。”［３］当前心理学、神经

科学关于社交折扣（ｓｏｃｉａｌｄｉｓｃｏｕｎｔｉｎｇ）的研究恰恰

与这一问题形成了呼应。本文将从道德增强的角度

探讨神经技术对于利他行为的影响及其问题。

１　利他行为的空间悖论

一般说来，利他主义（ａｌｔｒｕｉｓｍ）与利己主义（ｅｇ

ｏｉｓｍ）相对。德国学者利普斯（ＴｈｅｏｄｏｒＬｉｐｐｓ）曾经

指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纠缠在人在本质上是利己

主义者（Ｅｇｏｉｓｔ）抑或利他主义者（Ａｌｔｒｕｉｓｔ）
［４］。这

一概念曾经是基督教伦理思想的重要基石，之后其

一般意义被阐述。“仁爱确实在实践中和事实上一

直存在；但它留给基督教———在这方面可以看到它

的最大贡献———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并特意地提倡

仁爱，不仅把它当作一种美德，而且当作所有德性之

冠；而且甚至给敌人以仁爱。……因为在亚洲，一千

年前，不仅规定和教导对一个人邻居的无限爱，而且

人们也一直在实践……”［２］２５４可以看出，利他行为被

看作是美德之冠。在利他主义的理解上存在着实在

论与非实在论争议，即利他行为是实在的还是非实

在的产物？前者认为利他主义是真实存在的，叔本

华的分析无疑确证了这一点。此外自然科学也有相

似的观点。汉密尔顿（Ｗ．Ｄ．Ｈａｍｉｌｔｏｎ）提出的广

义适度理论对利他主义的演化问题做了类似的解

答，即利他主义是建立在亲缘关系上的产物②。尽

管这一理论受到一些指责，还是被普遍接受；后者则

认为利他主义是一种虚假的东西，真实存在的是利

己主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观念就是明显的

表达。在这种观念中，利他主义是虚幻的，甚至是用

来欺骗他人的，即便是承认利他行为的存在，也是为

了自己的利益。非实在论也有自然主义的表现，即

采取了一种进化论的立场，即从生物生存与物种延

续的角度看，完全的利他主义是不可能的，利他行为

会导致该物种的灭绝③。

从利他行为的来源来看，对他人痛苦的同情与

对他人福祉的关心成为不同的来源。在一般认识中

总是容易把二者混淆在一起。Ｃ．Ｄ．布劳德批判了

把这二者混淆的做法。“仁爱的普遍原则。这也是

一个理性计算的原则，必须明确地把这个原则与我

们看到悲痛的人而产生的纯粹冲动的同情区别开

来。正是仁爱的普遍原则使我们按照理性图式而不

考虑个人，尽量把普遍幸福最大化。”［５］尽管如此，这

种区分还是存在不足。痛苦与福祉是有着极大差异

的范畴。前者是与感知有关，后者则与理性有关；前

者关系到生物个体的状态，而后者则关系到生物类

的意义。此外，痛苦可以表达为肉体的疼痛、肉体与

心灵的疾病状态，这些经验感受往往是痛苦的主要

来源。福祉更多是普遍性的范畴。如果做出更为细

致的分析，有两种情况需要被澄清：其一是他者的痛

苦以及他者的快乐；其二是他者的福祉和他者的灾

难。区分这两类才是问题的关键。那么，这两种情

况如何作为利他行为的关注对象被确立起来呢？换

句话说，自我何以会关注他人痛苦以及何以会关注

其他物种的福祉呢？对于痛苦，一种合理的解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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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界中，群居昆虫如水尾熊蜂（Ｂｏｍｂｕｓ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ｓ）存在很典型的动物利他行为。工蜂通过牺牲自己的繁衍机会增加蜂王的繁衍

机会。很显然这种利他主义的行为是哲学上所说的传统利他主义，即牺牲个体利益而维护了他者利益。与之不同，现代利他主义开始强调不

需要牺牲个体利益，而是在强调个体利益的同时增加了他人利益。

汉密尔顿的广义适合度理论（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ｆｉｔｎｅｓｓｔｈｅｏｒｙ）指出，如果参与社会互动的个体之间存在亲缘关系，利他主义就有可能演化而

来。当然反对者大有人在，即证明利他主义可以在没有亲缘关系的情况下得到演化。Ｗ．Ｄ．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Ｔｈ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ｂｅｈａｖ

ｉｏｕｒ．Ｉ，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Ｂ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ｕｍｅ７，Ｉｓｓｕｅ１，１９６４，Ｐａｇｅｓ１１６，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０１６／００２２５１９３（６４）９００３８４．凯（Ｋａｙ）等人得

出结论，所有声称能证明利他主义可以在没有亲缘关系的情况下保留下来的模型，反而提供了一种间接验证，认可了汉密尔顿对利他主义的解

释。ＡｎｄｒｅｗＦ．Ｇ．提到的这篇文章见ＴｏｍａｓＫａｙ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ｔｒｕ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ｒｉａｌｒ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ｒｅｌａｔｅｄｎｅｓｓ．ｈｔｔｐｓ：／／

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０７３／ｐｎａｓ．２０１３５９６１１７

此处的利他行为还是传统理解，即完全牺牲个体利益的利他行为。



同情的存在。这是关心他者痛苦的道德根据，其中

共情（ｅｍｐａｔｈｙ）与同情（ｓｙｍｐａｔｈｙ）起到了很大作

用①；但是对于福利来说，需要理性的介入。对比上

述二者，我们会发现以情感为基础的对他者痛苦的利

他行为很容易产生；但是，以理智为基础的对他者福

祉的关心却不容易实现。当然一旦被确立起来，后者

反而更容易持久。

与上述两种现象相关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利他

主义是一种心理产物还是一种道德认识产物？斯坦

福百科哲学词典提供了一种标准解释，这种解释将

利他主义与他人的福祉、卓越放在一起。“根据标准

解释，利他主义的辩护者坚持认为，至少有时候人们

被追求另一个人福祉的终极欲望驱动，然而利己主

义的辩护者则坚持所有的终极欲望也都是关乎自我

的。”［６］标准解释将他人福祉看作是驱动因素，这是

理性认识上的利他行为的表达，可以称之为理性主

义解释。此外，还有一种心理主义的解释，即利他成

为一种关心他人福祉的道德动机。“我所谓的利他

主义并非意指不幸的自我牺牲而仅仅是指一种无需

外部动机的驱使便考虑他人利益的行动意愿。”［７］内

格尔对传统利他行为理解给予修改，强调利他并不

是“不幸的自我牺牲”，而是对他人福祉的行动意愿。

动机与意愿多半由他人痛苦直接导致的利他行为更

多表现为心理因素，受外部刺激产生利他行为。这

种行为最通常的表现形式是同情，它会被看作是道

德的重要起源。但是，同情很容易僵化。“同情已扩

展至极限，正日趋僵化。”［８］

分析利他行为结构会发现一种有趣的空间悖论

现象。美德伦理学家斯洛特曾经指出了利他行为的

结构差异问题，这种结构差异表现为“常识道德中的

不一致问题”［３］。人们很容易关心亲人的福祉，而对

非亲人的福祉则不容易关心。二者实质上相似。深

入分析“不一致”会发现存在着两个类型：其一是涉

己与涉他之间的不一致。比如在日常生活中，父母

对于孩子的照顾和关心是无条件的，而这种无条件

恰恰展示了这种不对称。他把所有的爱和关心都给

了孩子，而对自己却完全忽略。如果从不对称的角

度来看，对自己的关心变成了０，而对孩子的关心是

１００％。其二是在亲疏关系上表现出的不对称。这

种不对称性主要表现为受空间距离影响的结果。对

于他人的痛苦来说，我们对于他人痛苦更容易产生

关切心理，很容易对远方人的痛苦产生同情和移情。

举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例子。有的人看电视剧很容易

代入，对电视剧主角的痛苦经历感到伤心，看到动情

处甚至出现痛哭流涕的情况。但是对于身边人的某

些痛苦表现出不理解，甚至不关心，有时候甚至会做

出“矫情”的判断。这两种解释都基于空间距离这样

一个范畴。在家庭中，与亲属相比，陌生人的社会距

离会显得遥远；在社会中，与同事相比，陌生人依然

会显得疏离。在传统社会中，家庭的亲属关系不管

是物理距离、心理距离还是社会距离往往都是最近

的。现代社会使得家庭结构转型，亲属之间的物理

距离变大，我们还会和他们保持物理距离的间隔。

这种空间距离使得道德的不一致结构经常表现出

来。我们通常会对身边有困难的人伸出援助之手，

而对远距离的人表示出一种爱莫能助的心情；很容

易理解同行人的遭遇感受，而对于其它行业的人的

遭遇缺乏足够的理解。所以在当前社会中“理解万

岁”成为一种极度缺乏的情感。因此，通过不同形式

的空间距离类型我们发现，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

着常识道德的关切结构。这也符合常识道德中的不

一致现象：即相比遥远的他人，我们更关心身边人的

利益与福祉。

以上分析基本上阐明了利他主义的哲学本质、

根源以及结构特征等问题。从本质上看，利他主义

与利己主义被看成是对立的概念；从根据上看，理性

认识与心理感受被看成是利他行为的主要根据；从内

在结构上看，利他主义总是伴随着一种不一致现象，

即人们更容易对空间距离近的人的产生利他行为。

２　利他行为增强与神经技术

在上面的论述中已经指出，利他行为具有一种

经验特性，即受到空间距离的影响，而这种特性也是

心理因素产生的结果。正如斯洛特所指出的那样，

相对于遥远的人而言，人们更容易对亲近的人产生

利他行为，关心他们的福祉或者理解他们的痛苦。

事实上，在斯洛特的观点中，明显存在着一种语义混

淆，“遥远的人”指的是物理距离的人，而并没有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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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ｅｍｐａｔｈｙ有多种译法，如共情、移情、同感。移情多在美学语境中使用，共情常见在神经科学的讨论中使用，比如恐惧共情。近代哲学

是在根据意义上讨论了共情与利他行为的关系，这完全不同于近代认识论的命题意义讨论，共情被看作是利他的成立条件。移情在这个问题

上存在着“同感－利他假设”命题（ＥｍｐａｔｈｙＡｌｔｒｕｉｓｍ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在张浩天看来，这个命题最先被利普斯提出，后来尽管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由社

会心理学家也提出类似的命题，并且斯洛特把其看作是自己的思想源头。他批判了斯洛特的短视，“利普斯在《伦理学的根本问题》中已经非常

明确地提出并论证了“同感－利他主义”的观点（而非假设），但斯洛特完全忽视了这一点。”（张浩天，２０２１）



陌生人的社会距离。“亲近的人”指的是一种社会距

离的人，而与物理距离无关。但是，在很多讨论中，

物理距离与社会距离都是一个重要的话题。美国学

者苏珊·桑塔格（ＳｕｓａｎＳｏｎｔａｇ）曾经对他人的痛苦

做出分析，她回应了“为何要思考远方他人的痛苦”

这一问题①。这一问题中的“远方”很显然指的是物

理空间距离的远方。这一问题在成像技术、虚拟在

场技术发展的时代是非常明显的。然而，对于哲学

家来说，远方的人则是一种逻辑意义的远，如他者对

于自我来说是一种对立之物。更进一步看，“先人”

与“后人”也都属于这样的范畴存在。法国哲学家利

科曾经对“亲者”进行过阐述，这可以看作是近处之

人。“亲者，这些人对我们很重要，我们对他们也很

重要，其位于自身和他者之间的关系距离变化范围

之内。…… 亲者是邻近的他者，是有优势的他

人。”［９］可以看出，利科对于亲者的解释提供了更多

的规定性，如邻近的他者、有优势的他人。亲者之所

以是他者，是因为其不同于自我；所具有的优势是指

特定的亲属关系、夫妻或者法律收养关系。这些优

势无疑构成了亲者的内在核心。对于社会距离近的

亲者，我们很容易产生利他行为；对于物理近的邻

居，人们往往会漠不关心。

有趣的是，利他行为受社会空间距离影响的现

象在心理学中被作为“社交折扣”（ｓｏｃｉａｌｄｉｓｃｏｕｎ

ｔｉｎｇ）的问题加以研究。这一概念是一个经验范畴，

强调社会交往（利他选择行为）受到一些经验因素的

直接影响。比如社会距离的影响。人际距离会影响

利他选择［１０］。还有文化因素［１１］这方面的经验研究

还是非常多的。比如对于出让受益的行为选择的研

究［１２］。可以看出，心理学预设了一个“远距离的他

人”的存在，它是以心理社交距离为研究对象，考察

这种距离如何影响着利他行为。但是在哲学的讨论

中，他者福祉或者痛苦呈现在自我面前，这直接影响

到了自我对他者的形象的构建。

对社交折扣神经机制的揭示则进一步成为神经

科学与伦理学交叉地带的一个问题。从神经科学角

度看，对社交折扣的神经机制存在缺陷。“然而，通

过睾丸素影响依赖于社交距离的慷慨的神经机制尚

不清楚。”［１３］这一现象中显然要区分两个问题：其一

是社交折扣的神经机制。对这一问题可以转化为利

他行为的神经机制。这一转化是能够成立的。因为

在一些实验中利他行为主要是指与慷慨有关的决

策；从理论的角度来说，是指与道德判断有关的决

策。其二是何种因素会影响到社交折扣的效应。也

就是说，哪些因素会影响社交折扣的效果。有学者

指出，助人者的特征、情境特征、被助者特征以及文

化特征都会影响利他行为的出现［１４］。在接下来的

研究成果的分析中，影响社交折扣的因素是睾丸素

这一生物物质。

就利他行为的神经机制研究来说，神经科学已

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大脑颞顶交界处（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ｏｐａｒｉｅｔａｌ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ＰＪ）对诸如慷慨利他行

为影响的研究。ＴＰＪ构成了慷慨－自私选择行为的

神经基础。这项研究涉及大脑颞叶，它是一个多功

能的脑区。“颞叶负责听觉、欣赏音乐以及一些有关

记忆的功能。自我体验也存在于这个脑叶中。对颞

叶施加的电刺激可能会从记忆中唤起强烈的重温过

去经历的感觉，或者恰恰相反，导致熟悉的人或事物

变得陌生。”［１５］此外，颞顶皮层可能会在姿势控制中

起作用。“颞顶皮层似乎整合感觉信息，可能包含对

身体垂直性知觉的内部模式。”［１６］但是在ＴＰＪ却呈

现出一种有趣的与慷慨有关的功能，相关科学成果

已经验证了 ＴＰＪ可以成为慷慨美德的神经基础。

这些研究主要借助了大脑成像技术②，我们可以从

以下两项研究成果展开分析。

第一项借助ｆＭＲＩ成像技术研究结果表明：利

他行为（慷慨选择）与大脑颞顶交界处有关。这一结

果即认为ＴＰＪ在克服自我中心上起着关键作用
［１７］；

萨提斯班（Ｉ．Ｓａｎｔｉｅｓｔｅｂａｎ）讨论了通过刺激右侧

ＴＰＪ可以提升社交能力的问题
［１８］。这些研究继而

证实了ＴＰＪ与慷慨选择之间的关联，其结果是ＴＰＪ

越活跃，人们越是容易做出慷慨选择。在这里还存

在着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ＴＰＪ活跃这一现象是否

是慷慨的道德选择的表征？如果是表征的话，那么

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更容易理解。

第二项研究则探讨了增强ＴＰＪ活动的方法，即

０３１ 新兴科学和技术趋势 ２０２２年９月

①

②

哲学史上已有学者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分析。叔本华指出，在一定程度上我已经和他人变为同一，因而自我与非我之间的障碍被暂时

打破。他把这一过程看作是“神秘的”。他还援引西班牙剧作家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ＣａｌｄｅｒóｎｄｅｌａＢａｒｃａ）在《最坏的不总是最确实》一

文中的一个观点，“因为我从来不知道，在看到的痛苦与痛苦本身之间，有什么距离。”（叔本华．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Ｍ］．任立，孟庆时，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２５７．）这一观点给出了一种解释，即通过影像、照片看到的痛苦以及切身的痛苦本身之间没有差异。

目前脑成像技术主要包括脑电图（ＥＥＧ）、计算机断层扫描（ＣＴ）、磁共振（ＭＲＩ）、功能磁共振（ｆＭＲＩ）、脑磁图（ＭＥＧ）和正电子发射断

层成像（ＰＥＴ）。



通过睾丸素激活或抑制ＴＰＪ的活跃来影响慷慨行

为的选择。睾丸素（又称睾酮、睾丸酮）是男性主要

的性激素。深圳大学研究团队［１４］通过在男性志愿

者中进行的实验指出：高水平睾丸素会削弱慷慨性，

并确定了导致这一行为的神经学机制。这一研究也

是基于社交折扣与社交距离（ｓｏｃｉａ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的讨

论。在社交折扣任务的介绍中，作者指使用了修改

的社交折扣版本。实验参与者被要求评估与某些个

体之间的社交距离。这些个体的选择主要有父母、

同伴、孩子、祖父母、家庭成员，亲朋好友、同事邻居

和陌生人等等。研究得出了五个基本结论：①通过

睾丸素的控制可以降低慷慨的复制；②ＴＰＪ编码慷

慨选择；③睾丸素降低了与慷慨选择价值相关的

ＴＰＪ信号；④右侧ＴＰＪ活动与个体在慷慨上的差异

相关；⑤睾丸素降低了右侧ＴＰＪ与脑岛（Ｉｎｓｕｌａ）／纹

状体（Ｓｔｒｉａｔｕｍ）之间的关联性。这些结论共同支持

了这样一个观点：ＴＰＪ对编码他者相关的福祉以及

提升慷慨选择有贡献［１４］。这篇论文提出ＴＰＪ可以

编码慷慨选择，而这一效应会被睾丸素削弱。高水

平的睾丸素会抑制ＴＰＪ活性，而低水平的睾丸素会

激活ＴＰＪ的活性。这一实验的结论是值得关注的：

可以通过特定的神经技术实现道德水平的调控。比

如通过降低睾丸素的水平来增强诸如慷慨等利他行

为或者相应的道德判断。这很显然属于道德增强范

畴中讨论的话题。

对于上述实验的意义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

论述。

①上述实验提出了一种独特关系的道德讨论预

设。这一预设就是慷慨行为选择与 ＴＰＪ之间的关

联。倘若激活ＴＰＪ区域相应的神经元，就会产生相

应的道德行为。这种关系很显然是因果关联的。

ＴＰＪ活性增强，容易做出利他决策这样的道德判断。

②这一实验将道德增强放入伦理学的核心问题

之中。内格尔指出，利他主义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

问题。他对以往的利他主义做了两个方面的修正。

其一是中和了传统利他主义必然牺牲个人利益的极

端做法，重视了对他者福祉的关注；其二是将利他行

为与利他动机区分开。上述科学实验很显然是建立

在利他行为的基础之上，当科学家解释了做出慷慨

行为选择的神经机制是ＴＰＪ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

如何增强这种利他行为的选择。从这个角度可以看

出，科学研究更多是行为主义的做法。这样也就很

容易理解为什么这种行为会受到空间距离的影响。

社会距离实际上就是伦理学中所说的亲疏远近，这

种距离直接影响到了道德行为的表现。

③上述实验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局限就是针对男

性做出的研究。这一实验的方法是调节睾丸素，这

是男性的根本属性。对于女性而言，相关的研究需

要通过另外的手段来实现。

３　神经技术与道德增强

通过特定的手段来刺激大脑特定区域的做法实

际上是神经伦理学领域的问题。随着神经科学及其

技术手段的发展，这一领域迅速发展起来。对科学

家来说，主要对道德决策、道德判断、道德情感的神

经机制进行研究。这种做法严格来说还是一种科学

式的研究，换句话说是伦理学的一种自然主义的表

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新的方法被运用，新的道德

相关问题的神经机制的研究取得成果。这种研究不

提供规范性的伦理原则，而仅仅是在科学意义上探

讨知觉、情感以及记忆等问题之后拓展到道德领域。

对于哲学家来说，他们更多是从人类伦理原则出发，

对技术手段取得的成果进行评判。在这个过程中，

大多数学者是对自主性、自由、本真性等原则进行的

辩护。

但是这种做法的成效甚微。哲学自身的发展也

逐渐在放弃这种做法。我们列举两位哲学家。其

一，英国的朱利安·萨夫拉斯库（ＪｕｌｉａｎＳａｖｕｌｅｓｃｕ）。

他认为神经伦理学领域主要是对道德行为、动机做

出神经科学的研究。“近年来，哲学家、神经科学家

和其他学者被‘道德增强’的问题所占据。大致说

来，这是指个体道德特性、动机和行为提升的谨慎提

升。”［１９］他准确地看到在道德增强方面出现了新的

方法，这就是神经技术（ｎｅｕｒ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他指

出神经技术对于道德增强的作用是“促进的，而不是

决定性的”［１９］１７９。他提出的“促进的作用”的概念意

义可以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给予这种通过神经技

术来增强道德的做法一个理论定位。在萨夫拉斯库

看来，在道德增强的问题上，神经技术相比人类理性

而言，地位还是次要的，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类实

践理性。二是他的分析目的是为人类理性预留了空

间以及强调了这一方法适用于各种语境，不管是纯

粹的语境还是意义丰富的社会语境。应该说他还是

从一种肯定立场上分析了神经技术对于认知与道德

的增强作用。在对自主性影响的分析上，萨夫拉斯

库认为认知增强技术有利于增强自主性。受其启

发，笔者更进一步提出记忆增强技术有助于增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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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的可能性①。与这种较为宏观分析不同的是，

还有学者对自主性做了更为细致的剖析。“我们进

入了对自主性来说最为根本的三种能力：１．使用信

息与知识产生理性的能力；２．确保意图行为有些被

控制或者实现的能力；３．在具体关系以及语境中激

活意图的能力。”［２０］其二是荷兰学者维贝克。他的

技术调节理论分析了技术如何作为道德主体、行为

的构成因素起作用。相比之下，维贝克式的后现象

学分析则是从内部展开的解析。这两人并没有死守

传统的自主性、能动性等理解，而是看到了技术对于

道德的不同影响。

就上述研究提到的技术手段，诸如ｆＭＲＩ、睾丸

素以及神经科学概念，如ＴＰＪ，都可以从一个问题域

加以讨论：神经技术与道德增强的关系。就利他问

题而言，情况更为复杂。因为这一问题可以从利他

行为本身、也可以从利他动机出发讨论。利他并不

是一块需要强力捍卫的基石，而已经演化为一个自

然科学式的问题。自然界有之，人类社会也有。而

自主性就不存在这样一个复杂处境。自主性原则几

乎被看成是一个牢固基石。如果说上面的研究成果

提出的核心观点表明ＴＰＪ与特定的利他行为决策

有直接的关系。通过特定的手段（如降低睾丸素的

含量）可以激活ＴＰＪ区域，从而更容易产生利他行

为。那么如何理解这种做法呢？

首先是实验的哲学根据问题。上述两项实验无

疑证明了这样两个结论：（１）ＴＰＪ活性影响着道德利

他行为的决策；（２）通过控制睾丸素的含量可以增

强／抑制 ＴＰＪ的活性，继而减少利他行为的决策。

从哲学角度看，上述两个实验还是建立在一个明显

的理论根据之上，行为意义的利他主义，而这也决定

了利他道德决策成为关键问题。此外，这些理论揭

示了ＴＰＪ活性与利他行为决策之间的因果关系。

承认这一点就会暴露萨夫拉斯库关于神经技术的

“促进作用”这一概念的问题。在因果关系的框架

上，睾丸素会削弱ＴＰＪ编码慷慨选择的效应。那么

这种削弱很显然是决定性作用。

其次是实验解决的问题本身需要哲学澄清。上

述实验涉及利他行为决策，这种决策行为会受到社

交距离的影响。而对这一问题可以从伦理学角度加

以理解。在常识道德存在着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

会对亲近的人而不是远距离的人容易表现出利他的

情感和行为？在人类社会中，助人为乐总是被当作

一种美德看待，现代社会更是将这种美德品质给予

制度与法律的保障。然而这种利人行为总是会受到

众多因素的干扰。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利他行为

总是受到血亲关系、心理因素与理性认识的影响。

对血亲关系的分析自然科学上形成了成熟的广义适

合度理论。在科学上反驳它反而会强化它。“凯

（Ｋａｙ）等人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ＰＮＡＳ）上撰

文指出，想要推翻汉密尔顿理论的多次尝试反而复

活了这个理论。”［１］科学反驳之所以会失败，主要是

在于对这一问题缺乏正确的理解。在一般哲学的解

释中，同情成为利他行为的哲学根据。叔本华把同

情作为道德行为价值的根据。“只有这种同情才是

一切自发的公正和一切真诚的仁爱之真正基础。只

有发自于同情的行为才有其道德价值；而源自于其

他动机的所有行为则没有什么价值。”［２］２３４而这自然

而然会触及移情的问题，而这还是一个难题。

此外，我们助人为乐的价值判断会影响到这一

行为的后续实施。按照一般的行为模式，奖励总是

容易激发某类行为，而惩罚会消除某些行为的实施。

如果利他行为并没有得到预期中的肯定和反馈，或

者这一行为受到误解或者意外的麻烦，那么这种行

为就很容易受到影响。比如助人为乐被诬陷成肇事

者。“路边的老人摔倒要不要扶”曾经以道德问题与

技术问题纠缠不清楚。这种情况说明了内在因素很

容易干扰该行为的有效性。从根本上来说，空间因

素不应该被看作是外在的影响因素。我们很容易看

到与常识道德不一致的情况。在中国有句古话，远

亲不如近邻。其字面意思是远方的亲戚比不上旁边

的邻居。对于现代城市中的人来说，这句话尤其适

用。所以我们要和邻居处理好关系的重要性显而易

见。一旦“我”遇到困难，远方的亲戚顾不上此处的

“我”，而旁边的邻居反而能够帮上忙。这是一种道

德意义上的含义。

４　道德增强与自主性

大多数关于技术与道德问题的讨论还围绕自主

性的问题，这一点是有必要的。在一般伦理理论中，

道德行为都是基于实践理性自主决策的结果。这一

决策行为并没有受到其它外部因素的干扰。然而，

包括神经技术在内的现代技术的迅速发展则让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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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问题浮出水面。上面提到的神经科学研究揭示

了ＴＰＪ与人类的慷慨选择之间的关系，并且提出了

通过影响睾丸素的水平来实现道德增强。这对于自

主性而言的意义需要深入思考。

自主行为的做出需要一定的根据。在一般的道

德决策和行为中，一个人必须基于自身的道德意愿

做出决策和道德行为，而不是受制于强制力量。胸

中的道德律令是道德意愿的康德式表达。“康德主

义者认为，道德要求的规范性来源必须在行为者自

身的意志中寻找，特别要基于这一事实：道德法则是

行为者自身意志的法则，道德要求是行为者施加给

自身的要求。”［２１］道德律令是实践理性的原则，所以

基于道德律令做出的自主选择是理性道德主体行为

的本质根据；然而，道德决策还有非理性的情况，比

如基于某种道德情感做出的行为。在利他主义的讨

论中，同情就是一个典型的依靠道德情感的现象。

同情的产生是一种先天的情感反应，而不是理性自

主决策的行为。看到其他人的悲惨境遇油然而生的

一种道德情感是同情产生的过程。当道德增强成为

技术上可实现的事情之后，一个潜在的问题是人类

的道德自主性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对于这一问题，

传统的规范立场是捍卫这种人类的纯粹道德自主

性，技术手段往往被看作一种外在干扰因素，尽管降

低睾丸素会让某些男性产生诸如慷慨等利他行为，

但这毕竟是偶然的。比如睾丸素的阈值对于不同男

性来说可能会存在差异。我们最多只能找寻到一个

平均阈值，这无疑是无法摆脱的偶然性的体现。再

有荷兰学者维贝克的调节立场强调的是技术调节道

德行为的决策。根据他的观点，睾丸素作为技术因

素调节着利他行为的产生，这本身并不是一个缺陷，

而是技术时代人类道德行为决策产生的一种新的变

化。我们对此需要改变自身的观念。可以看出，对

道德自主性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讨论始终成为一个难

题。调节立场是描述了一种技术与自主性之间的某

种变化情况，而规范立场则捍卫着人类道德自主性

的存在与纯粹性。

然而在现代技术与自主性关系的讨论并不总是

采取上述唯一的形式。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其它方面

展开分析。影响自主性或者构建自主性的观点更多

是一种外部式的分析判断，而缺乏了对自主性的内

部分析。我们需要把增强道德行为作为对象进行分

析。在这一视角中ＴＰＪ与利他行为之间的某种关

联需要被分析。对于神经科学而言，利他决策行为

的神经机制是ＴＰＪ的活动。通过降低睾丸素的含

量会激活ＴＰＪ区域，然后容易产生利他行为。对于

人类而言，睾丸素尽管不属于理性与情感，但是却还

是属于构成人类的生物因素。因此，从这个角度看，

这种影响因素并不能完全看作是外在的东西。

当我们将自主性问题悬置起来的时候，面对的

问题就会更加深入一层。问题不再是判断利他行为

是否是自主意志决定的结果，而变成了利他行为本

身的可能性问题，这种可能性问题涉及对利他行为

的整体建构。比如涉及利他行为本身的理解、他者

实在性的建构等等。

对利他行为本身的哲学分析将这种行为进行各

种区分，上文已经提到了利他行为与利他动机的区

分。除此之外，还有利他行为背后对于痛苦、恐惧的

同情与移情作用。这些问题都构成了神经科学相关

研究的难题。尽管神经科学对恐惧共情的研究取得

了进展，比如一项研究提出了四个观点：“海马体与

杏仁核调节着体验性观察恐惧（ＥｘｐＯＦ）”“ＥｘｐＯＦ

需要能够编码先前相似恐惧经验的恐惧细胞印痕”

“背侧海马在ＢＬＡ区域产生记印痕迹细胞”“腹侧海

马重新激活ＢＬＡ区域有利于观察性恐惧的记忆痕

迹细胞”等四个结论［２２］。这对于后边的分析来说足

够了。我们已经看到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

差异：恐惧共情以及观察性恐惧。前者指向对他者

恐惧的共情行为，这是利他行为的一种形式，而后者

是一种特定的恐惧行为。

从逻辑上看，共情成为利他行为的可能性基础。

斯洛特把共情看作是道德判断的唯一基础。这意味

着共情起到的是根基性作用。这是自然主义无法理

解的。在自然主义看来，利他行为是在亲缘关系的

基础上建立起来。随着亲缘关系被消解、物理空间

距离的变大，利他行为很难产生并且完全消失。但

是在哲学视角中，共情则会超越亲缘与物理空间距

离。即便是看到远方的痛苦影像，也会产生利他行

为。再看卡尔德隆的这个观点，“因为我从来不知

道，在看到的痛苦与痛苦本身之间，有什么距

离。”［２］２５７一下子变得很容易理解，共情作为根据使

得主体能够超越其它形式的障碍，从而使得利他行

为成为可能。从神经科学的成果来看，会发现一个

不太显眼的问题。如前面恐惧共情的研究指出，观

察性恐惧共情的神经机制是与海马体与杏仁核有

关。观察性恐惧是一种利他行为，当主体看到他人

的恐惧时会产生类似的恐惧，从而产生对他人的理

解和同情。但是关于慷慨选择行为的研究指出，

ＴＰＪ决定了利他行为的做出。这二者的关系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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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大脑不同神经元区域的关系，而无法体现出哲

学所指的根据关系。利他行为与恐惧共情、利他行

为与考虑他人的福祉在这里完全分裂成不同的问题

样式了。

如果再把利他行为与利他动机的区分考虑进

来，这一问题更是让神经科学的研究显得有很大的

问题。可以说，利他行为与利他动机之间的区分使

得利他问题变得比较复杂。而对此神经科学研究并

没有取得具有足够说服力的成果。

５　道德增强与他者实在

再次回到最初的问题中，我们对于他者能否产

生利他行为，这是常识道德中的不一致现象。从增

强视角来看，采用降低睾丸素的活性从而间接激活

ＴＰＪ、或者利用光遗传技术直接刺激ＴＰＪ神经元，从

而让主体产生利他行为选择，追问主体自主性受到

的影响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这一问题只

是在“神经技术－道德增强”框架下产生的结果。这

一框架中并没有对道德增强问题做出更为细致的澄

清。在我们的分析中，逐渐将与道德增强有关的问

题给予澄清。

首先，利他行为是基于自我记忆对他者做出的

行为。这是经典利他主义者利普斯的观点。看来，

利他行为中的他者是我近处的人。“我们看见我们

周围有许多和我们一样的‘人’。”［２３］这些人可以被

我们的眼睛看见、耳朵听到。他者的人格形象是存

在的。“然而我们底心里还是有着别人人格底心象。

……所以所有关于自己以外人格的心象都是要从关

于自己人格的中间引申出来。……然而所谓别人的

人格，在我们底意识里，究竟还不过是已经被移放在

自己以外肉体里面并且有了样样变相的自己底人

格。”在早期利他主义理论看来，他者的形象是自己

经验的移入。而自己的经验是需要记忆。“要现在

经验到这悲哀，必须有过悲哀底经验，知道悲哀是什

么，现在刊了那副面色，过去经验的悲哀才会再生在

自己底心里。但是所谓再生，并非单单唤起了记忆

心象，却还含着实际经验的倾向。”［２３］６８这一点在上

文所提及的实验中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恐惧共情中

有一种形式是依靠经验的恐惧（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ｔＯＦ，ＥｘｐＯＦ）。这种恐惧依赖于自身的恐惧记

忆与同伴社交关系。相关的研究表明，背侧海马

（ｄＨＰＣ）对于形成关联恐惧记忆和回忆该恐惧记忆

很重要；而侧腹海马（ｖＨＰＣ）对于形成和回忆社交

记忆至关重要［２２］。这些是以动物实验为基础，相关

结论推及到人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

其次是利他行为预设了他者的实在性。他者的

痛苦、福祉成为个体利他行为的对象。在传统的道

德结构中，我可以通过自主判断来建立起对他人的

理解，尤其是他人的福祉或痛苦会成为实实在在的

事情。我会为他们的福祉而感到高兴，也会因其痛

苦而感到心痛，甚至是采取补救行为。但这种预设

也可能是虚假的。桑塔格分析了数字影像时代的这

个问题，“观看由影像提供的他人遭受的痛苦，好像

拉近了以特写镜头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远方受苦者与

有幸安坐在家中的观众之间的距离，且暗示两者之

间有某种联络。但这根本就是一种虚假的联系，这

也是我们与权力之间的真实关系被神秘化的另一个

例子。”［８］９０对比卡尔德隆的观点来看，她的担心有

些多余。毕竟人们的共情会超越上述限制。但是这

些都只是利他行为成为可能的根据，并没有触及他

者的存在。对于他者的实在性深入分析可以看出，

在共情行为或理智判断行为中，他者是以双重的形

式被构造：其一是由个别证据与想象构建起来的施

暴者的残暴；其二是由证据和直观构建起来的受害

者的痛苦。这是双重他者的形象。

但是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对这一点并不能给予

足够的支持。当ＴＰＪ受到激活之后，男性很容易产

生利他行为。对他者痛苦的共情被极大注意到，但

是对施暴者的憎恨却并没有在实验设计有任何的体

现。这很显然构成了神经科学自然主义的缺陷。在

哲学的框架中，利他行为的产生是对他人福祉的关

切或者是对他人痛苦的同情。这是一种根据式的分

析，并非是表象上的因果关系。根据神经科学的研

究，尽管揭示了ＴＰＪ的诸多功能，如接收来自丘脑

（感觉信息）和边缘系统（情感和记忆信息）、视觉、听

觉以及体感（ｓｏｍａｔｏｓｅｎｓｏｒｙ）系统的信息；个体在区

别自我与其它事物时，ＴＰＪ区发挥着重要作用。人

们借助诸如各种神经技术（睾丸素、非侵入脑刺激）

激活ＴＰＪ，那么具备一定的可能性，产生利他行为。

但是这一过程也只是主体角度的成就，让主体产生共

情、做出理性决断，但还是终究忽略了对他者的构建。

这更进一步说明了神经科学自然主义的不足所在。

６　启示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已经看到，神经科学对于道

德问题的研究逐渐强化了一种自然主义的观点。伦

理问题被自然化解释，比如利他行为选择是ＴＰＪ活

跃的产物、利他行为是血缘关系生成的产物。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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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中，利他行为选择是共情或者理性的产物。这

二者的解释原本不存在任何关系。而伦理学对利他

行为的空间不一致的揭示使得二者被关联起来。我

们需要直面曾经提到的问题：我们能否对远方他者

的福祉或痛苦产生利他行为。毫无疑问，这是一个

难题。在技术时代，远方他者的福祉或痛苦是被建

构起来的结果，并非是主体直观而且经受的场景。

面对这样一个他者，会出现多种判断。理想情况是，

面对远方他者的痛苦，恐惧共情会使得我们自身生

发出恐惧，继而产生利他行为。但现实却存在着极

大怀疑论，使得这种情感难以产生；而个体主义的存

在又使得对他人的福祉的理性行为受到质疑。由神

经技术产生的道德增强是科学意义上的尝试，能够

作为一种调节后的道德存在的意义。也许调节后的

利他行为不符合本真，但是却为我们面对他者产生

的行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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